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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口生源要素的垂直分布及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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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限于鸭绿江口特殊的地缘环境，对该区域生源要素的历史演变进程不明确. 在对鸭绿江主汊道

A4柱状样210Pb和137CS 测年的基础上，分析了总有机碳 (TOC)、总氮 (TN)、总磷 (TP)等生源要素的垂向

分布、特征值及埋藏通量，揭示了鸭绿江口历史时期的环境变化. 结果表明，鸭绿江主汊道沉积物中

TOC、TN、TP含量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6.56—14.82 mg·g−1、0.59—1.65 mg·g−1、0.73—0.85 mg·g−1. 除受

到生物化学或早期成岩作用影响的 26 cm外，生源要素垂向上都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 56 cm左右达

到了极值. TOC/TN显示沉积物中有机质是双源，自下而上陆源增加、海源减少. TN与 TP在 56 cm达到

极值，都是河口沉积环境对流域营养盐输入变化的响应. 根据生源要素沉积通量判断，鸭绿江河口环境

演变大致分为 3个阶段：上世纪 80年代以前，以自然源输入为主；上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初，人类

活动带来了河口营养盐结构的变化；上世纪 90年代以后，鸭绿江口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关键词　鸭绿江口，生源要素，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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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biogenic elements in the Yalu River estuary has been
unclear owing to the constraint imposed by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ge determination
was conducted based on 210Pb and 137Cs concentrations in the main branch of Yalu River;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OC, TN, and TP,  characteristic  value,  and burial  flux were analyzed to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Yalu River estuary. The range of content of TOC, TN, and TP in
the sediments was 6.56—14.82 mg·g−1,  0.59—1.65 mg·g−1,  and 0.73—0.85 mg·g−1,  respectively, in
the main branch. Except for effects of biochemical or early diagenesis at 26 cm, the vertical change in
biogenic elements increased initially and then decreased, reaching an extreme value at approximately
56 cm. TOC/TN values revealed that the organic matters in the sediments had dual sources. The land
sources increased and sea sources decreased with increase depth. The extreme values of TN and TP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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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cm was  caused  due  to  the  response  of  the  estuarin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to  changes  in  the
nutrient salt input into the basin. Th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Yalu River estuar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tural source input before the 1980s,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nutrient input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from  the  1980s  to  the  early  1990s,  and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fter the 1990s.
Keywords　Yalu River estuary，biogenic elements，environmental change.

  

河口既是陆地与海洋的连接通道，也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沉积环境与生态系统受到海洋和

陆地的共同作用，构成海洋与陆地相互影响的敏感区域. 河口区域的沉积物是流域各种化学元素迁移

转化的积蓄库和归宿地. 河口区域的沉积物不仅记录了受人类活动影响以前各化学元素环境背景值，

同时还记录了人类活动影响后的污染物的供给、迁移和沉淀历史. 因此成为研究流域人类活动强度和

海洋环境变化的重要载体[1]. 沉积物中的 N 与 P 作为生源要素，不仅直接影响着海洋的初级生产力，而

且 N、P 与 C 的关系密切，直接记录了古环境的演变历程. 一般来说, 沉积记录中 N、P 与 C 初级生产力

异常大幅增加的历史时期与水体富营养化时期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 流域的人类活动会引起径流中营

养盐数量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河口及邻近海湾的营养盐浓度水平及自然结构的改变，进而造成河

口区域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因此，河口及邻近海湾对流域人类排放的 N、P 的响应及其机制，成为

国内外研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热点[2 − 4].
总有机碳（TOC）、总氮（TN）、总磷（TP）的变化常被用来解译河口沉积物形成时的古环境演变，而

碳氮比（C/N）、碳磷比（C/P）、氮磷比（N/P）可以被用来探索沉积物中不同来源有机质的贡献[5 − 6].
在长江口、珠江口、渤海等海域生源要素的研究起步较早，N、P 与 C 带来水体富营养化的研究已

相对较为系统[7 − 10]，在北黄海和鸭绿江口，水体富营养化的研究工作尚显薄弱. 但限于鸭绿江口特殊的

政治地缘环境，野外调查限制很多，河口水体富营养化的系统性研究欠缺，制约了鸭绿江口及其邻近的

北黄海海域富营养化形成机制及生态响应的深入探索，还涉及到海洋国土安全或海洋权益区分等一系

列敏感问题.
虽然已有研究呈现了鸭绿江口西汊道沉积物中生源要素的沉积特征[11]，但因其反映的是近百年来

已经脱离径流影响的鸭绿江西汊道沉积环境的变化，生源要素主要来源于附近海岸及相邻海水养殖区

域. 目前鸭绿江口的主水道已由西汊道转移至东汊道，对东汊道生源要素沉积记录的研究才能全面反

映鸭绿江流域的营养盐物源状况及其指示的生态环境变化过程. 本文通过分析鸭绿江东汊道 A4 柱的

沉积记录，利用 TOC、TN 和 TP 等沉积指标来追溯鸭绿江口及邻近海域环境变化的历史，为鸭绿江口

乃至北黄海海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样品采集

2018 年 8 月在鸭绿江主汊道的江心滩，于水深约 1 m 时利用重力采样器采集了一根 146 cm 长的

柱状样，编号为 A4，位置见图 1. 样品的野外采集、包装运输和送检测定的全过程严格执行《海洋调查

规范》 [12] 和《海洋化学调查技术规程》 [13] 相关要求. 柱状样分样间距为 2 cm，分样样品用自封袋包装，

送入冰箱冷藏保存. 整个柱状样呈现青灰色黏土质粉砂，肉眼未见明显差异.
 1.2    样品分析与计算方法

 1.2.1    210Pb 和137Cs 测试与计算方法
210Pb 和137Cs 测试均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利用

高纯锗井型探测器 (Ortec HPGe GWL)γ 谱仪进行测定. 标准样品由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和英国利物浦大

学提供，226Ra 标准样品由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提供[5].
对于 210Pb 数据，通过测定沉积物中的 226Ra 来确定本底 210Pb 值，并将其扣除，从而获得过剩的

210Pb 比活度值 [14]. 计算沉积速率过剩210Pb 比活度采用 CIC（Constant Initial Concentration）模式. 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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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CIC 模式，是考虑到210Pb 主要来源于流域的表土侵蚀，210Pb 在水中滞留时间较短，其含量受控于

物源，即210Pb 增加是沉积物增加所致[15 − 16].

A = A0e−λt （1）

式（1）中，A 为剖面中质量深度 H 处的过剩210Pb 比活度 (Bq·kg−1)；A0 为剖面中质量深度为沉积物—水

界面上的初始比活度 (Bq·kg−1)；λ 为衰变系数，取值为 0.03114 a−1；t 代表沉积物年龄 (a).
对于137Cs 数据，用 1963 年的主计年时标来计算沉积速率；其余各层的标年根据137Cs 计算出的沉积

速率用线性内插（或外延）法计算获得[17]. 尽管137Cs 沉积蓄积峰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扩散运移，但不

会改变137Cs 蓄积峰在沉积剖面中的赋存位置，不影响137Cs 蓄积峰的断代标志意义[18].

r = H/(n−1963)[18] （2）

式（2）中，r 为沉积速率 (cm·a−1)；H 为137Cs 蓄积峰的深度 (cm)；n 为取样年份.
 
 

图 1    鸭绿江口采样点 A4 位置示意图

Fig.1    Location chart of A4 in the Yalu River estuary 

 

 1.2.2    总有机碳（TOC）、总氮（TN）、总磷（TP）的测试与计算

采用重铬酸钾氧化—还原容量测定总有机碳：通过加热，使加入标准重铬酸钾的浓硫酸中的样品

中的有机碳氧化为二氧化碳，再用硫酸亚铁标准溶液回滴过量的重铬酸钾. 计算消耗的重铬酸钾量，推

算出样品中有机碳的含量[11]. 采用凯氏滴定法测定总氮：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加入浓硫酸转化样品中的

有机物，使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硫酸铵；加入强碱蒸馏使氨逸出；再用硼酸吸收后，用酸滴定测出氮的含

量[11].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总磷：用催化剂和浓硫酸处理样品，再用 X 荧光光谱仪测试[11]. 样品测试相

对偏差均<2%，回收率>98%.

埋藏通量的计算：样品的平均干密度乘以沉积速率再乘以生源要素的百分含量得出该时段内陆源

物质的埋藏通量[2].

BFTP =Ci×S ×ρd （3）

式中，BFTP (μmol·a−1·cm−2) 是沉积物的埋藏通量；Ci (μmol·g−1) 是沉积物中不同形态生源要素的浓度；S

(cm·a−1) 为沉积速率；ρd 为沉积物样品的干密度.

 1.2.3    黏土含量和含水率的测定

黏土含量采用 BT-9300HT 激光粒度仪进行测试，测量范围为 0.1—2000 μm，重复测量误差小于

3%. 分析前，样品中加入 10—20 mL 浓度为 0.05 mol·L−1 的 [NaPO3]6 作为分散剂，沉积物粒度参数根

据 Folk 和 Ward 算法公式得出[19].

含水率的测定采用《海洋监测规范》中的重量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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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沉积物年代与沉积速率
210Pbex 的比活度理想状态下是随深度呈指数衰减的趋势，但是，鸭绿江 A4 柱状样并未呈现出理想

状态，其衰变曲线形态呈现 1 个表层干扰段和 2 个衰减段（见图 2），这种210Pb 曲线类型多出现在河口

地区，当沉积速率变化较快或沉积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时，210Pb 垂直分布模式常呈现多段式[20 − 21]. 在这

种情况下，可按指数函数分别拟合来计算年龄[16]. A4 柱状样 26—80 cm 和 110—146 cm 按指数函数拟

合的沉积速率分别为 2.21 cm·a−1 和 1.65 cm·a−1.
 
 

图 2    鸭绿江口 A4 柱状样210Pbex 和137Cs 比活度及沉积年代

Fig.2    Specific activity of 210Pbex and 137Cs and the depositional age of the core of A4 in the Yalu River estuary 

 

当210Pb 垂直分布模式呈现多段式时，需要137Cs 方法加以佐证，得到精确沉积速率[21 − 22]. 当潮流作

用或人为扰动影响不大时，137Cs 在柱状样中含量偏低，其沉积速率计算与210Pb 方法相比不占优势 [23]；

但当潮流作用或人为扰动的影响偏大时，尽管137Cs 的含量偏低，因其抗干扰能力强，137Cs 沉积速率的

计算比210Pb 更可靠. 137Cs 为人工放射性同位素[18]，来自于大气核实验或来自于核事故，输入函数简单

清楚. A4 柱状样137Cs 曲线出现 3 个蓄积峰（图 2），1963 年以前的核试验无论是大气沉降还是受其影响

的各类沉积物都留下了可识别的沉积记录. 用 A4 首个蓄积峰代表 1963 年，由此得出137Cs 的沉积速率

为 2.08 cm·a−1，与210Pb 拟合的平均沉积速率较为吻合. A4 柱状样 84 cm 处的137Cs 蓄积峰用沉积速率推

算是 1975 年. 1975 年前后，中国进行了 22 次核试验，鸭绿江口保留有这一事件的沉积记录[24].
 2.2    TOC、TN、TP 与含水率和黏土含量的相关分析

含水率、黏土含量与 TOC、TN、TP 的相关关系见表 1. 结果表明，含水率对 TOC、TN、TP 沉积几

乎没有影响；黏土含量对 TOC、TN 沉积的影响也非常小，只与 TP 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43；粒度效应总

体不明显. 究其原因是主汊道 A4 柱状样自下而上粒径组分及中值粒径变化幅度不大，沉积物粒度松

散，均为粉砂质黏土，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沉积物中 TOC、TN 和 TP 含量变化的粒度效应. 因此河口沉

积物中 TOC、TN 和 TP 含量的总体变化更多地反映出其沉积环境的变化.
 
 

表 1    鸭绿江口柱状样生源要素与含水率和黏土含量相关系数

Table 1    Correlation of TOC, TN, TP, water content and clay content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TOC含量
TOC content

TN含量
TN content

TP含量
TP content

含水率
Water content

黏土含量
Clay content

TOC含量 1 0.23 0.15 0.042 0.17

TN含量 1 0.43 0.0029 0.0093

TP含量 1 0.00004 0.43

含水率 1 0.51

黏土含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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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与 TP 之间的相关系数偏高，达到了 0.43，表明鸭绿江口主汊道沉积物受到了相同的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调控，或 TN 和 TP 可能有部分相同的物质来源.
 2.3    沉积物中 TOC、TN、TP 的特征、垂直分布与沉积环境变化

鸭 绿 江 主 汊 道 柱 状 沉 积 物 中 TOC、 TN、 TP 含 量 特 征 值 见 表 2. 结 果 显 示 ， TOC 的 含 量 在

6.56—14.82 之间，平均含量为 9.87 mg·g−1；TN 的含量在 0.59—1.65 mg·g−1 之间，平均含量为 1.18 mg·g−1；
TP 的含量在 0.73—0.85 mg·g−1 之间，平均含量为 0.79 mg·g−1.
 
 

表 2    生源要素特征值

Table 2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the biogenic elements in the core of A4
 

特征值
Characteristic values TOC /(mg·g−1) TN /(mg·g−1) TP /( mg·g−1)

最小值 6.56 0.59 0.73

最大值 14.82 1.65 0.85

平均值 9.87 1.18 0.79
 
 

河口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主要受到流域营养盐的输送量的变化的影响，而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提

升必然导致河口水体初级生产力的增加，也必然能够在河口沉积物中留下相应的沉积记录[1]. TOC 的

含量介于 0.656%—1.482% 之间（均值为 0.987%），满足海洋沉积物一类标准 2%[25]. 但是，TP 的含量介

于 0.073%—0.085% 之 间 （ 均 值 为 0.079%） ；TN 的 含 量 范 围 介 于 0.059%—0.165% 之 间 （ 均 值 为

0.118%），高于引起最低级别生态风险效应的下限 0.055% 和 0.06%[26]，这意味着 TP、TN 已经成为鸭绿

江口沉积物的污染物，需要引起警觉. 生源要素含量的垂直分布曲线见图 3.
 
 

图 3    沉积物中 TOC、TN、TP 的垂直分布

Fig.3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OC, TN and TP in the sediments 

 

主汊道柱状样 TOC、TN、TP 的垂向曲线自下而上都可以大致分为 4 段：146—74 cm 是波动很大，

但各要素含量总体上升趋势缓慢，说明尽管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存在，但人类作用的影响还相对微弱；

74—56 cm 波动减小，但各要素含量上升趋势明显加快，短期就达到极大值，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急剧

增加；56—26 cm 各要素含量波动很小，但各要素含量下降趋势明显，从最大值直抵最小值或接近最小

值，表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严格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政策发挥作用；26—0 cm 波动不大，但各要

素的含量又开始缓慢回升，这一现象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而是生源要素矿化作用的自然过程.
TOC、TN、TP 的垂向曲线自下而上的这种变化是对鸭绿江口不同时段环境变化的响应. 74 cm 以

下的 TOC、TN、TP 的含量波动较大，主要原因是当时鸭绿江干流的太平湾水库尚未建成，河流的年际

径流变差系数较大造成的；74 cm 以上的 TOC、TN、TP 的含量都波动较小，主要原因是太平湾水库的

修建改变了河流的年际径流变差系数.
TOC、TN、TP 的次高值均出现在表层，揭示流域新输入河口的、还没来得及矿化的陆源有机质增

量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表层. 这里也是动植物遗体与代谢产物分解、生物泵向下传递、物理化学凝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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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作用的起点[27]. 起分解作用的微生物大多生存在沉积物表层，随水深增加，氧气逐渐缺乏，微

生物分解有机物的作用将迅速减弱[28]，大致在 26 cm 位置，由于沉积作用和微生物数量的减少等原因，

使这种生物化学作用影响降到最低. 生源要素这种矿化作用自然过程在其它河口湾区普遍出现[3].
 2.4    沉积物中 TOC、TN、TP 比值的分布特征与有机质溯源

沉积物中 TOC、TN、TP 的比值在早期成岩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如果是非陆源物质为主

的沉积物，则 TOC、TN、TP 的比值在沉积初期时保持 106∶16∶1 的比值，称之为 Redfield 比[3]. 在受陆

源输入物质影响强烈的区域，TOC、TN、TP 的比值往往会偏离 Redfield 比值，成为指示河口区域有机

质来源变化的重要指标. TOC/TN、TN/TP、TOC/TP 的垂直分布曲线见图 4.
 
 

图 4    沉积物中 TOC、TN、TP 比值的分布特征

Fig.4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te of TOC, TN and TP in the sediments 

 

 2.4.1    TOC/TN 的比值变化

TOC/TN 的取值范围为 6.13—14.13，平均值为 10.13. TOC/TN 是用于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甄别的

常用指标. 水生藻类一般富含蛋白质但缺乏纤维素，相比陆地维管束植物富含纤维素但缺乏蛋白质，因

此海洋植物有机质 TOC/TN 普遍偏低 [29]，新鲜藻类有机质的 TOC/TN 在 3—8，而陆地植物有机质的

TOC/TN 水平较高，通常为 14—23，如果沉积物中有机质 TOC/TN 在 5—20，常被认为受到两种物源的

影响[29]. 鸭绿江主汊道柱状样的 TOC/TN 的平均值为 10.13，说明这里的沉积物中有机质总体是双源的.
TOC/TN 在 146—74 cm 范围内波动增大，可能也是前述的河流年际径流变差系数较大造成的；

74 cm 以上受太平湾水库修建的影响而波动变小.
TOC/TN 比值的垂向分布自下而上分 3 段：146—74 cm 是缓慢降低，74—26 cm 是先降后升，

26—0 cm 又是逐渐降低. 沉积物 TOC/TN 的垂向分布，是对不同沉积时期有机质输入的响应，可以推

断出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海、陆来源变化. 74 cm 以下 TOC/TN 比值在缓慢上升，表明有机质来源开始发

生改变，陆源的贡献逐渐增加，海源的贡献增加减少；74—26 cm TOC/TN 比值是先降后升，说明陆源

的贡献有一段时间的减少，但并没有改变沉积物陆源的贡献越来越大的总体趋势. 24—0 cm 在垂向上

陆源有机碳比例逐渐降低，海源有机碳比例逐步升高，这不一定是海源和陆源有机质输入发生了逆转，

更有可能与近表层的生源要素的矿化作用有关.
 2.4.2    TOC/TP 的比值变化

TOC/TP 的取值范围为 22.75—45.20，平均值为 31.92；其垂向变化趋势是 146—74 cm 缓慢上升，

74—56 cm 是急速上升，56—26 cm 是急速下降，26—0 cm 是迅速回升.
TOC/TP 垂向 74 cm 以下的波动剧烈也是前述的河流的年际径流变差系数较大造成的，74 cm 以上

在太平湾水库修建以后的这一时间段就和缓许多.
沉积物 TOC/TP 对早期成岩过程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相关分析表明，TOC 与 TP 的线性相关性差

（R=0.15，P＜0.05），这说明 TP 的变化与 TOC 的变化关系不大. 146—74 cm 的 TOC/TP 比值缓慢上升，

可能与 P 的含量逐渐减少有关，因为 P 除有机磷形态外，还存在无机磷，时间越早以磷酸钙的形式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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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 P 就越多. 74—56 cm 的 TOC/TP 比值急速上升，可能主要与流域陆源输入的 TOC 明显增加有

关，是河口沉积环境对营养盐结构变化的一种响应（没有证据表明这段时间内 P 的输入减少，相反因为

人类活动的影响还有可能增加，但 TOC 的增加速度更快）. 56—26 cm 的 TOC/TP 比值急速下降，说明

鸭绿江口的营养盐结构再一次发生了改变，极有可能也是国家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政策发挥了作用，

使得 TOC 含量的急速下降. 26—0 cm 间 TOC/TP 比值的变化并不代表沉积环境营养盐结构的改变，也

是近表层生物化学作用的结果. 近表层的生物死亡后，P 快速分解释放，表层沉积物中 P 含量相对降

低，使得表层 TOC/TP 处在较高的水平，随后 TOC/TP 比值逐渐降低.
 2.4.3    TN /TP 的比值变化

TN/TP 是水中 N、P 与沉积物中溶出、释放两种动态过程的综合反映. TN/TP 常被用来判定是受

N 限制还是 P 限制，若比值小于 16，为 P 限制[29]. 鸭绿江口沉积物中的 TN/TP 比值在 1.77—4.70 之间

变化，均小于 16，远低于 Redfield 比，说明柱状样总体上受 P 限制.
与前两种比值相比，TN/TP 波动不是很剧烈，与 TOC/TP 具有类似的垂向变化趋势：146—74 cm 是

缓慢上升，74—56 cm 是急剧上升，56—26 cm 是迅速下降，26—0 cm 是缓慢升高.
相 关 分 析 表 明 ，TN 与 TP 有 一 定 的 相 关 性 （ R=0.43， P＜0.05） ， 表 明 TN 与 TP 可 能 同 步 变 化 .

146—74 cm 的 TN 与 TP 都在增加，但十分和缓；74—56 cm 的 TN 与 TP 增加很快，是陆源输入迅速增

加的结果，和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有关；56—26 cm 的 TN 与 TP 的下降同样是政策调整带

来的河口营养盐结构改变；同样，26—0 cm TN/TP 比值的变化与近表层的生物化学过程有关.
 2.5    沉积物中 TOC、TN、TP 的埋藏通量变化及对流域人类活动的响应

河口沉积物的埋藏通量主要受沉积物孔隙度、微生物活性、生物扰动、底层水含氧量、沉积速率

等众多因素的制约[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沉积环境的变化.
鸭绿江主汊道不同沉积年代的生源要素埋藏通量结果见图 5. TOC 的埋藏通量为 2717.63—

783.58 μmol·a−1·cm−2，平均值为 1413.30 μmol·a−1·cm−2. TN 的埋藏通量为 245.86—75.69 μmol·a−1·cm−2，

平均值为 142.20 μmol·a−1·cm−2. TP 的埋藏通量为 62.24—27.73 μmol·a−1·cm−2，平均值为 43.5 μmol·a−1·cm−2.
各生源要素埋藏通量在 1980 年前（74 cm）尽管波动很大，但沉积通量相对较低，1980 年后波动变小，但

沉积通量开始明显增加，1990 年（56 cm）前后达到极值，TOC 和 TN 的沉积通量 1990 年后开始下降；

TP 值 1993 年后基本没有变化，TOC、TN 在 2005 年降低到极值或次极值后又逐渐回升.
 
 

图 5    沉积物中不同时期的 TOC、TN、TP 埋藏通量

Fig.5    TOC, TN, and TP burial fluxes in the sediments at different periods 

 

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反映不同时期河口沉积环境演变的趋势或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1]. 依据沉积

物生源要素埋藏通量的垂向分布可将鸭绿江口环境演变大致分为 3 个阶段：

上世纪 80 年代前，TOC、TN、TP 的埋藏通量受河流的年际径流变差系数高的影响，波动加大，但

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当时我国还未进入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时期，虽然人类活动对河口影响已经初

步显现，但河口水体中初级生产力相对偏低，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也较低，有机质输入以自然源为主.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流域不断增加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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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类污染物与农业面源污染物大量进入河口. 与此同时河口水产养殖和港口码头等涉海工程的建

设，改变了岸线形态、破坏了鸭绿江口湿地和水文沉积环境，也改变了河口区域的营养盐结构. 因为向

海洋输入了大量的营养元素，为浮游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进而使得更多的生源要素得

以保留在沉积物中，致使各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猛增. 上世纪 80 年代的 10 年间，各生源要素的埋藏通

量先后达到了极值.
上世纪 90 年代后，伴随着高强度治理环境问题的国家政策的实施，工业和生活污染源达标排放和

总量控制等措施被严格执行，鸭绿江口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先后开始下

降，TP 降低最快，1993 年就稳定了下来；TOC、TN 也迅速降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图 5 显示埋藏通量

2005 年以后，TOC、TN 又逐渐增加（TP 基本不变），并不代表人类活动的影响，这是前述的表层生物化

学作用和早期成岩作用的效应.

 3    结论（Conclusion）

（1）鸭绿江主汊道沉积物 TOC 的含量符合国家海洋沉积物一类标准要求，但 TP 和 TP 略高于可引

起最低级别生态风险效应的下限.
（2）146—74 cm 各生源要素波动较大，是河流的年际径流变差系数较高的结果，受到人类活动的

影响相对较小.
（3）鸭绿江口沉积物中的有机质总体上都是双源，前期波动大，以海源为主，陆源输入影响较小，后

期受太平湾水库的调节波动变小，但陆源的输入影响反而增加.
（4）鸭绿江口环境演变大致分为 3 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是以自然源输入为主的时期；20 世

纪 80 年代间，人类活动使河口沉积环境营养盐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改变；20 世纪 90 年代后，国家环境

保护措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使鸭绿江口的营养盐结构逐渐趋于自然状态.
（5）26—0 cm 生源要素及埋藏通量的变化，并不代表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是表层生物化学作用

和早期成岩作用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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